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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片区”和“自贸港”彰显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坚定信心，是新时代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鲜明

旗帜。放眼未来，浙江需借鉴经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走出一条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之路

在开放进程中，自贸区是自贸港发展的前提，是先行锋，自贸港是自贸区发展的延伸，是升级版，两

者相辅相成。去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印发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简称

“新片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简称“自贸港”），比较开放领域两份重量级文件的

异同，梳理浙江当前的开放现状，有利于我们审视过往、放眼未来。

设立逻辑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设立背景都彰显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坚定信心。为更好发挥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龙头带动作用，推

动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以更大力度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上海增设自贸区新片区；海南自贸港则是

在疫情“黑天鹅”的冲击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为更好应对经济全球化逆风，推进高水

平开放的背景下设立的，同样打出了新时代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鲜明旗帜。

发展目标都是分步骤分阶段推进。第一阶段是到 2025 年，新片区和自贸港都提出建立或初步建立比较

成熟的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制度体系。第二阶段是注重“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上海提出“到 2035

年，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海南则是“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

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制度设计涵盖领域基本相似。新片区和自贸港的建设都强调“五大便利”，即投资自由便利、贸易自

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和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此外，在数据安全有序流动、

税收政策和风险防控体系等领域上也都注重制度的设计与重构，两者重心均指向建立一套体现高水平开放

形态的制度体系。

建设内容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实施范围不同。新片区的实施范围仅限于上海大治河以南、金汇港以东以及小洋山岛、浦东国际机场

南侧区域，面积仅 119.5 平方公里，加上上海自贸区其他片区，共计240.22 平方公里；而自贸港的实施范

围则是海南岛全岛，面积 3.39万平方公里，是上海自贸区面积的 141倍，同时也分别是香港港、新加坡港

的 32 倍、49 倍，建成后将有望成为全球面积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巨大的天然屏障优势将帮助海南自贸港

大幅减少要素自由流动的风险。

产业发展重心不同。上海是“四大中心”，产业高度发达，新片区的设立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引导优

势产业向长三角地区拓展并带动区域产业能级提升，重点发展的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航空

航天四大前沿产业，旨在建设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型产业体系。而海南岛屿独立成地理单元，具有



天然的物理屏障优势，推出“零关税”“零壁垒”，更加注重发展的是具有本土特色的旅游业、现代服务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旨在打造全球旅游休闲度假天堂。

发展目标定位不同。新片区提出的发展定位是“打造更具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致力于“两个一批”，即打造一批更高开放度的功能型平台、集聚一批世界一流企业、以点带面辐射带动

长三角新一轮对外开放；反观海南，则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

重点在建设“三区一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国家重

大战略服务保障区，致力于促进岛内外国际高端要素的集聚与自由流动。

政策着力点不同。就政策而言，海南自贸港是在上海新片区上的升级版、深化版，主要表现在三个“更

为”：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额度进一步提升至人均 10 万元/年，将带来更为实质的消费拉动；二是海南自贸

港对货物贸易以“零关税”，对服务贸易以“既准入又准营”，实施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将营造更为亲

清的营商环境；三是海南开展国际人才管理改革试点，在 59国免签证的基础上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和停居

留政策，将带来更为优质的要素配置。

对浙江对外开放的启示

浙江自贸区自 2017 年 4月挂牌以来，始终坚持“一中心三基地一示范区”建设，至今已累计形成特色

化、系统性制度创新成果 116 项，其中全国首创 52项，在全世界打响了“无中生油”的浙江品牌。面对全

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脆弱性不断放大，以及疫情出现后国际经贸关系、全球治理结构的矛盾和压

力逐步凸显，浙江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劈波斩浪、走出一条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之路，或可从以下几方面

努力。

深入把握疫情后出现的重大变量，抢先下好改革开放“先手棋”。浙江是开放大省，早在 1980年就开

展了远洋自营出口贸易，自我国加入 WTO后实现了外贸总额“三级跳”，最近又新设了六大“联动创新区”。

上海和海南自贸区的不断升级启示我们，开放从来都是在变中求新、在新中求进、在进中突破的。面对“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形势、新变量，开放失衡问题突出，经济下行压力陡增，浙江更应当从战略层面

高度重视对外开放，理性研判全球化大势，统筹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找准定位，科学制定未来

十年、二十年远景规划，大力推动形成全省域对外开放的新格局，积极争当新时代全面扩大开放的“重要

窗口”。

将数据风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织密跨境要素流动“防护网”。作为数据大省、外贸大省，浙江拥有

阿里、网易等一批世界级数字化企业，早在 2015 年就提出了“云上浙江“”数据强省”的概念，未来 10

年内数据量有望翻番。上海新片区和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无一不强调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性有序性。未来贸

易中庞大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将汇聚成最重要的数据资源，数据风控也将变得至关重要。这就

需要浙江在深化对外开放中及时制定重要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规范，多措并举完善数据跨境风险管理综合体

系，加快建设新型贸易中心，积极主动抢占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话语权。

以发展数字经济为牵引，筑牢现代产业体系“基础桩”。浙江近五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以年均16.9%

的增速一骑绝尘，疫情肆虐期间更是帮助全省实现最早响应、最智防控、最快复工。上海新片区和海南自

贸港都因地制宜提出了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下一阶段，浙江或可凭借数据资源潜力、数字基础设施和商业

模式创新等数字经济比较优势，统筹推进数字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努力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的特殊政策，

积极构建辐射全球、内外联动的现代开放型产业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时代的“换道超车”。



以健全公共卫生疾控系统为契机，打好省域治理现代化“关键牌”。如果说新片区建设是提升社会治

理智能化水平的试水之作，那海南自贸港建设就是一部区块链技术集成应用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大篇章，两者殊途同归。这次疫情重创全球经济，也暴露出浙江在市场监管、物资调配、闭环管控等方

面的诸多短板。当前疫情中心已转移至国外“，危中藏机”，更应在大力推进开放的同时立足长远，以健

全公共卫生疾控系统为契机，推动社会治理应急管理制度化、智能化和常态化，高水平走出一条具有浙江

特色的省域治理现代化之路。


